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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﹕作為世界性的人性之道
1

李晟台
南京大學社會學院

摘要  安東尼·吉登斯認為，在這個“全球的世界性社

會”裏，“我們是第一代居民”。但問題在於，“世界

性”如何體現呢？事實難道不是自9 ∙ 11以後，敵對雙

方的武裝與言辭交鋒更加強化和助燃了“反恐戰爭”與 

“聖戰”的對立？近來伊斯蘭國發起的襲擊就是很好的

例證。如果可能，那麼如何達成一種世界性的生活方

式，做到“平等而不同的共存”，或儒家倫理的“和而

不同”（承認差異並和諧相處）呢？通過探討“和平”

的概念，以及“對話”作為替代與他人仇恨對立之途徑

的倫理意涵，本文試圖回應上述挑戰。

2014年10月12日，用百度（中文搜索引擎）搜索“全球化”

（globalization），共有5,830,000條資訊（用穀歌香港搜索則有

37,400,000條）。這一巨大的數字證實了“我們”關係正在朝向

全球化延展。何謂全球化？全球化對“我們”意味著什麼？對於

任何一個要想尋求此類問題答案的人來說，問題在於答案並非不

存在，而是有太多。

人類多元性的現狀是此問題的核心指涉。吉登斯曾說，“我

們是生活於一個	‘全球世界社會’（a global cosmopolitan society）

的第一代人”
2
。那麼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才是世界性的？誠然，當

前由全球化引致的危險/風險（或機遇）並沒有國界之分	——	除非

離開地球空間，否則就無法免受全球變暖的後果。因而，就即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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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 李晟台

來臨或已經到來的全球化困境之廣度或深度而言，“我們”確實

是世界性的。

然而該如何定義這些挑戰，更不用提解決它們？該由誰來將

定義所要面對的議題，更別提誰才是責任主體呢？烏爾裏希·貝

克曾一針見血而不乏機智地談到，“如果歐盟申請成為歐盟的一

員，顯然會遭拒絕”。僅就全球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之可能性而

言，“我們”尚不算是世界性的。我們的確可以說貝克與儒家倫

理相一致，因為他將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定義為“平等而各有差別

的共同生活”
3
。以儒家的眼光來看，“我們”或許是“同而不

和”（通過同化差異而共同生活）的，而非“和而不同”（尊

重差異且和諧共存）的。

就此而言，世界性世界之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之重要意義，不

僅在於它承載了初現端倪的全球社會的政治/社會理想，還在於它

展現了一種理解全球化現實的方式。世界性世界的居民是誰？其

彼此共存的條件是什麼？這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。

一  世界性社區及其障礙

喬治·H·米德在其對國際公社的敏銳審視中，為當前的問

題找到了一條線索。他認為只要能達成“基本共識”，“民族自

我”之間的合作就是可能的。換言之，任何有意義的合作都取決

於民族自我之間能否共用“社會客體”，例如由“世界法庭”

或“民族聯盟”來“控制敵對社群之間的利益衝突”
4
。然而，

米德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道路上的障礙與困難。

米德寫到，“比之於先輩，現代人更容易將自己放置於那些

與他有共同生活擔當的群體處境之中”
5
。然而，他也注意到， 

“這一任務……極其艱巨，因為它不僅要求打破諸如時空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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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：作為世界性的人性之道 61

和方言等消極障礙，而且還要求破除已經固化的成見、習俗和

我們深嵌其中的地位”
6
。在沒有電視機，更別提網際網路的時

代，米德就已察覺到世界性的可能性及其障礙。因此，米德式宣

言	——“我們只有先成為他者，方能成為自身”
7
	——	的重要意涵

就很清楚了。米德也看到了應對這一挑戰的固有困難，因為“任

何自我都是一個社會自我，但這個自我卻被限定於它要承擔角色

的某一群體之中，除非它發現自己進入更大的社會且必須在那裏

生存，它永遠不會拋棄（之前的）那個自我”
8
。

不過那個放棄舊的自我並在更大的社會中保持自己的自我是

誰呢？對於米德而言，“人類社會理想	——	人類社會進步的理想

或終極目標	——	是獲得一個普世人類社會，其中所有的人類個體

都將擁有一個完美的社會智力，因此所有的社會意義都將在各自

的個體意識中被相近地理解	——	無論由誰作出回應，任何個體之

行為或姿態的意義，都與任何其他個體相同”
9
。

即便給予對米德的社會理想的應有尊重，我們也許仍會質

疑，米德式方案本質上是否存在著理論	/	實踐上的陷阱呢？“一

個完美的社會智力”如何可能呢？難道它沒有預設對他人意識的

完全通達嗎？如果是這樣，當社會成員擁有“完美的社會智力”

時，他們還需要首先“成為他者”嗎？如果任何個體的給定行為

或姿態之意義對於每一個參與社會交換的人而言都是相同的，

那還剩下什麼可用於交換呢？具體而言，還剩下什麼可用於社

會性地（socially）交換呢？如果達成“一致”的主張是“成為他

人”或“與他人心智合拍”（tuning-in on with the others）的預定目 

標，這難道沒有消除任何他人心智中不可被通達的獨一無二之

處嗎？如果是這樣，那麼米德式“普世人類社會”的觀念難道

沒有淪為一種總體性（totality）形式的危險，以至於不同文化的

他者或他者性的存在都喪失了社會意義（如果沒有被全然否定

的話）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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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 李晟台

無論米德式關於“人類社會進步的終極目標”可能性如何，

當下人類似乎在不遠將來的任何時候都難以達到這一目標。除

非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個體能擁有“一個完美的社會智力”，否則

就別無選擇而只能容忍文化壁壘與差異。換言之，除非“所有人

類個體都將擁有一個完美社會智力的普遍人類社會”的觀念將黑

格爾式歷史終結概念包含在自身之內，否則人類與他者的交流就

只能在“成為他者”並對他者意識有限通達之時才得以進行，這

是人類理解他者的根本基礎。

僅當人類的理解力完全擺脫了“諸如時空距離和方言等消

極障礙”的限制，擺脫了“已經固化的成見、習俗和我們深嵌其

中的位置”的局限時，並且如果那些限制根本上不被視作需要被 

“打破”的“障礙”，而是人類溝通不可或缺的條件
10
，問題便

不再是如何能夠在自身之上和之外“成為他者”，而在於如何可

能在人類有限性之中“成為他者”
11
。

二 “9 ∙ 11”之後的他者形象﹕“無聲的暴力”與“聾耳”

承續喬治·齊美爾關於戰爭是一種社會互動形式的觀點， 

“9 ∙ 11”事件後“反恐戰爭”與“聖戰”
12 

之間的對抗，可被視

為一個植根於我稱之為暴力共生（the interdependence of violence）

或暴力契約（the pact of violence）的社會互動案例。“9 ∙ 11”事

件中，由ISIS（Islam State）最近發佈了包含斬首四名平民的錄

影，這揭示了這一對抗是如何被敵對雙方之間物理或修辭暴力

（rhetorical violence）的交換所助長的。

每一陣營都通過宣稱對方的野蠻殘暴來獲得自身的合法性，

而自身合法性的證明又反過來提供了以暴力對抗對立陣營的進一

步基礎。這無非是一場由暴力的相互依賴所形成並為其所強化的

暴力迴圈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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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：作為世界性的人性之道 63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9 ∙ 11”襲擊中的“有組織犯罪”給人以這

樣一種印象，即其行為似乎有著極為深刻的宗教原因。然而，哈

貝馬斯指出，“其動機與手段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不匹配”
13
。

問題是，“9 ∙ 11”襲擊的行兇者所宣稱的“宗教原因”與其所

選擇的手段之間是否自洽而非自相矛盾呢？換句話說，“9 ∙ 11”

襲擊所動用的手段是否能夠並將為其所宣稱的“宗教原因”辯護

呢？

德里達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了哈貝馬斯的爭論。在全球化的現

實中，“僅有個別國家，以及這些國家中的個別階層，全然從全

球化中獲益”
14
。全球化的受益者與未收益者之間的失衡並不僅

僅存在於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外，國界之內的不平衡也及其普遍。

儘管“‘9 ∙ 11’襲擊的有組織犯罪”自身是“所謂全球化（資本

主義力量、電訊、先進技術、邊界的開放性等等）的受益者的一

員”，他們“卻宣稱是以全球化的受害者	——	也就是在全球化時

代（亦即電視已絕非中立之工具的今天）所有那些自感被排擠、

遭拒絕、被剝奪、被擠到一邊的人，那些自身被局限於貧乏的手

段卻與此同時見證著其他人富有挑釁意味的繁榮景象的人	——	的

名義而行動”
15
。

在德里達看來，行兇者應回答這一問題：他們國家內部階層

之間的不公正是否首先應當被攻擊，他們所聲稱的代表性是否合

法。否則，他們的代表性只是另一種對伊斯蘭社會內部那些遭受

排擠的群體之現實的遮蔽而已。

哈貝馬斯提醒了我們，這一不平衡只是“由行兇者家園內部

的現代性引發的失衡”的一種反映。即使我們可以說現代化歷程

如此“迅猛激烈”以至於“對傳統生活的侵蝕似乎毫無救贖的可

能”
16
，那些行兇者仍應回答這一問題：他們使用民用飛機作為

毀滅大眾的武器是否具有宗教根基，即使對他們而言，這一恐怖

行為是其捍衛傳統生活方式的唯一選擇。

DEP
A

RT
M

ENT OF SOCIOLOG
Y   PK

U

  1  9  2  2



64 李晟台

即便世貿中心對於“自殺式炸彈襲擊者”來說是一個“現代

性全球化”的標誌，或僅僅是“撒旦的代表”；即使其恐怖行為

是對“迅猛激烈”的現代化之反應，並且如福山所說，其襲擊是

一次“對現代世界的絕望反擊”，這一行為似乎仍會陷入自相矛

盾之中
17
，因為其反應手段本身	——	對空中炸彈的蓄意而精密的

運用	——	正是它所極力拒斥的現代性的產品。

然而，在相關方面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之前，其反應的絕

望性也值得“我們”關注。德里達認為，只要全球化繼續製造

其受害者，“和平的口頭對話”就“不會發生”。全球化的受害

者是那些不僅被剝奪了民主管道，而且還被排除在富有者（剝奪

者）的所謂“合理財富”之外，後者掩飾了雙方內在的差異和不

平等。“（由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實施的）極端暴力常常作為對 

‘聾耳’的唯一回應而出現”
18
。

據報導，“9 ∙ 11”襲擊在缺乏任何口頭辯護的情況下被實

施。那麼，這是一個通過“無聲的暴力”來回應“聾耳”的例證

嗎？或許是，也或許不是。然而，不論哪種情況，“9 ∙ 11”襲擊

及其後“反恐戰爭”與“聖戰”之間的對抗，都提供了一個暴力

契約之結局的絕好案例。

在暴力之相互依賴日益強化的背景下，“我們對他們”這一

框架變成了每個人必須遵從的思想行為模式。它是一個不得不做

的抉擇：“站我們一邊，或者與他們為伍”。

三  世界性的挑戰

引用艾瑞斯·楊（Iris Marion Young）的說法，文化帝國主義

是“將某一統治集團的文化與經驗普遍化，並將其確立為標準規

範”，由此“文化被統治群體便處於一種矛盾的壓迫境地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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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：作為世界性的人性之道 65

因為它們既被突出為典型，又遭壓制而被忽視不見”
19
。然而，

需注意的是，存在著另一種形式的排斥，貝克稱之為“基於相

對論的原教旨主義”。這一原教旨主義形式傾向於認為，	 “只

有少數民族中的成員才有被壓迫史，也才有正義的資格進行去

殖民化運動”
20
。

從最近的“9 ∙ 11”襲擊及其後的事件判斷，“民族自我” 

“控制敵對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”面臨著嚴峻的困難。很顯然，

在米德式“基本共識”的缺席這一點上，我們就碰到了這一困

難。一旦陷入暴力獨特的相互依賴之中，“反恐戰爭”與“聖

戰”之間的關係也就截然不同於米德所期望的社會性，這一社會

性可以在邁向“普世人類社會”的共同努力中被發現。在此，我

們看不到任何與他人共處（be with others）的跡象，更何況是“成

為他者”（to be others）。

在當前情境下，我認為“敵對群體”之間 “基本共識”的

缺席並非恰好源於“一個完美的社會智力”的缺乏。相反，我

會問“一個完美的社會智力”這一概念自身是否恰恰是當下困境

的根源呢？
21 

難道群體之間的敵視不正是根植於只有“我們”而

非“他們”才擁有“一個完美的社會智力”，或者只有“我們”

而非“他們”才擁有“普世人類社會”的理想並肩負著實現它的

責任這一信念並被其所強化嗎？
22 

難道不正是對人類理想的壟斷

這一迷思般的信念導致了對他者的否定，事實上是滅絕，正如 

“反恐戰爭”與“聖戰”之間的關係所示例的那樣嗎？

果真如此的話，那麼今日世界性的挑戰並非是要超越和消

除差異以尋求基本共識，而是在差異之中並通過差異來構築共

同性。換言之，這一共同性並非是通過以對普適性的壟斷為名

驅逐、壓迫和否定他人而實現，而是由對他者之他者性的真正

認可來實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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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 李晟台

如何理解和應對當前世界性的挑戰呢？漢娜·阿倫特關於 

“世界政府”之意涵的分析為這一問題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線

索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，阿倫特對“世界政府”持有根本的保守

態度，因為她對任何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壓制政治差異性和多元性

的極權趨勢都給予嚴厲批評。

阿倫特寫道，“由一個至高無上的力量統治全球、壟斷一切

暴力手段、並且不受任何其他主權力量之審查和控制的觀念，不

僅會導向暴政的可怕夢魘，而且正如我們所知，也意味著所有政

治生活的終結”
23
。根據阿倫特的看法，任何給定的政治領土都	

“並不僅僅是一個地理術語”。如果一片土地沒有形成一種“交

互空間”（in-between space），換言之，如果沒有成為一種“不同

群體成員在其間相互關聯、彼此交往的空間”
24
，那麼它僅僅只

會是一片土地而已。

在此意義上，“一個至高無上的力量統治全球、壟斷一切暴

力手段”的觀念，實則破壞了任何給定政治領土的制度性根基，

因為它危害到了他者的存在，而後者正構成了政治	——	內部或外

部的“交互空間”——	的根本條件。亦即，壟斷一切暴力手段的

觀念本質上與“多元性、多樣性以及相互制約”
25 

的存在及其可

能性相矛盾，正是後者使政治生活所必須的。

尤其需要強調的是，阿倫特並非要反對“人類團結”或“世

界範圍內的聯邦政治結構”的理念。然而，“如果人類團結是奠

基於遠比對人性之惡的正當恐懼更為牢固的東西之上，如果所有

國家之間新型的普遍睦鄰關係將會生髮出遠比相互憎恨的極具增

長更有前景的東西……，那麼廣大範圍內的相互理解和自我澄清

進程便將會到來”
26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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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  構築世界性空間的對話

在《戰爭的道德等價物》一文中，威廉·詹姆斯在現代文明

對戰爭的態度中發現了“一種怪異的精神混合物”。與宣揚“純

粹掠奪和征服”的古代戰爭觀念相比，現代戰爭通過將罪惡“全

然歸於敵人”來獲得一種“道德上被認可的理由”，進而使自身

合法化。詹姆斯觀察到了這一現象，即“英格蘭和我們、我們的

陸軍和海軍當局純然為了‘和平’而持續不斷地武裝自身，而德

國和日本則是那志在掠奪和追逐榮耀的戰犯”
27
。

然而，譴責只有敵人應當為戰爭負責的行為，以及證明自

己的戰爭是自我防衛之必需的行為，並不一定就是對和平事業的

純粹獻身。相反，詹姆斯寫到，“現今軍人口中‘和平’僅僅是 

‘預期的戰爭’的代名詞而已”，並且“每一部與時俱進的字典

都應當說，‘和平’與‘戰爭’是同一回事”。實際上，“現代

人繼承了其始祖全部的先天好鬥性以及對榮譽的熱愛”
28
。正是

在此意義上，在現代人的心態中，“和平”無非是對下一次戰

爭的偽裝性預備罷了，它所需要的全部僅僅是一個可以隱藏其

野心的藉口而已。

那麼，什麼才算是名實相符的和平呢？換言之，怎樣的和

平才並非是對下一次戰爭的偽裝性欲求呢？漢娜·阿倫特在她對

和平與暴力之關係的闡述中觸及了此問題的核心。阿倫特認為， 

“暴力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”。戰爭作為暴力的一種形式，當然

也是工具性的，並且需要“被其所欲求的目的來引導，以使自身

合法化”。因而，“戰爭的目的”是“和平或勝利”。但是和平

的目的又是什麼呢？阿倫特回應道，“沒有答案。和平就是絕對

目的”，亦即，和平“自身就是目的”
29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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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在現代人的觀念中，和平僅僅是掩飾下一次備戰的膚淺

藉口，或者至多意味著對戰爭的暫時性否定的話，那麼和平是絕

對目的或和平自身即為目的的觀念，就超越和違背了現代人對戰

爭與和平進行二元區分。只要和平僅僅是下一次備戰的藉口，而

非作為一個絕對的目的話， 那麼“和平的口頭對話”就必定不會

出現。頗為諷刺的是，這一對話的不可能性正揭示了作為構築世

界性空間之對話的道德潛力。

綜上，必須要強調對話本身的可能性依賴於他者的存在。沒

有他者，就沒有對話。其次，作為對話可能性條件的他者根本不

同於被帝國主義抹殺或受原教旨主義抑制的他者，因為後者無非

是一個被支配的客體而已。正是在此意義上，開啟對話已經是並

總是對世界性人性的道德捍衛，因為只有對他者的世界性的認可

方能開闢出一片新天地，在此他者不會僅僅淪為隱藏的統治野心

的犧牲品。就道德整合而言，以和平為幌子卻在實質上掩藏著暴

力動機的對話是自掘墳墓。

由此看來，當且僅當對話本身對那些隱蔽的暴力野心保持恒

久警惕之時，對話才是可能的，因為後者否定了不同聲音的政治

平等性。構造世界性空間的對話必須要去質問，任何一種對話是

否是對暴力的一種可有可無的備選，他者是否事實上是“可見的

並被認可為一個有差異但對等的部分”。

任何一種社會/政治界限，就其對他者有所包容又有所拒斥

而言，都是可被質疑的，蘊含於社會/政治/歷史限定之中的道德

潛能由此可被發現並獲得釋放。只有當這些界限不被認為是給定

的和固定的，而是可被挑戰的和可被變更的之時，它們才會預示

著這一點的到來，即對話作為世界人類之道被發起以實現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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